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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化对东北温带幼龄林土壤碳氮磷含量及其
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

周正虎，王传宽∗，张全智
东北林业大学生态研究中心，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要：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打破森林生态系统原有的碳氮磷平衡，从而显著地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以

地段相邻、林龄相同（１０ 年生）、原始植被一致但土地利用方式不同（无土壤翻动的天然次生林［ＮＳ］、间作大豆而土壤翻动中等

的人工林［ＭＳ］、间作人参而土壤翻动严重的次生林［ＳＳ］）的温带幼龄林为对象，探索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碳、氮、磷含量及相

互关系的影响。 结果显示：（１）土地利用方式显著改变表层和深层土壤碳含量，各土壤层次碳含量均呈现 ＮＳ ＞ ＭＳ ＞ ＳＳ；而氮

含量仅在 ０—２０ ｃｍ 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磷含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明碳氮磷对土地利用

变化敏感程度不同。 （２）ＳＳ 土壤碳氮比（Ｃ ／ Ｎ）和碳磷比（Ｃ ／ Ｐ）低于 ＮＳ 和 ＭＳ，而 ＮＳ 和 ＭＳ 之间 Ｃ ／ Ｎ 和 Ｃ ／ Ｐ 因土壤层次而异。

不同土壤层次氮磷比（Ｎ ／ Ｐ）均随土壤翻动强度的增加而显著减小（ＮＳ ＞ ＭＳ ＞ ＳＳ，Ｐ＜０．０５），且随土层加深而降低。 表明 Ｎ ／ Ｐ
相对于 Ｃ ／ Ｎ 和 Ｃ ／ Ｐ 可能对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更优生态指示功能。 （３）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改变土壤碳⁃氮、碳⁃磷、氮⁃磷的耦合关

系。 土壤碳⁃氮（Ｃ⁃Ｎ）之间存在极显著（Ｐ＜０．００１）的线性关系，其中 ３ 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 Ｃ⁃Ｎ 关系的斜率差异不显著（Ｐ ＝

０．４５８，共同斜率为 １１．１），但截距差异显著（Ｐ＜０．００１）。 结合本地区和全球文献数据分析指出，森林土壤碳氮关系既有大尺度上

的普适性，又有小尺度上对土地利用方式响应的局域分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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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活动造成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势必会打破陆地生态系统原有的碳氮磷平衡［１⁃３］。 土壤翻动不但破

坏了土壤团聚体，而且也加速了土壤中动物植物微生物残体、排泄物、分泌物以及土壤腐殖质的破碎速率，使
其更易被微生物分解、化学氧化、物理释放进入大气和水域生态系统［４， ５］，从而使土壤成为大气碳库的重要来

源［６］。 与此同时，土地利用变化也会造成氮磷元素的丢失［７⁃９］，但丢失程度取决于干扰的强度［１， １０］。 例如，
Ｇｕｏ 等［１］综合分析全球数据表明：天然林转变为人工林和农田过程中土壤碳分别减少了 １３％和 ４２％，而农田

转变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时土壤碳分别增加了 １８％和 ５３％；Ｘｕ 等［１０］ 研究表明，在天然林到第一代人工林

再到第二代人工林转变过程中土壤碳氮磷含量均显著减小。
生态化学计量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研究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可以反映土壤内部碳氮磷循

环，具有重要的生态指示作用，因而对认识生态系统碳汇潜力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意义［１１⁃１５］。
Ｔｉａｎ［１６］、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等［１７］分别从区域尺度和全球尺度上探讨土壤 Ｃ ／ Ｎ、Ｎ ／ Ｐ 和 Ｃ ／ Ｐ 化学计量比时得出：虽然在

大尺度上不同生态系统之间土壤碳、氮、磷含量具有显著的变异性，但 Ｃ ／ Ｎ 的空间变异较小；而由于磷元素和

碳氮元素来源的差异性，土壤 Ｃ ／ Ｐ 和 Ｎ ／ Ｐ 随气候、土壤类型、土壤深度和风化阶段而呈现显著的空间变异性。
而且，天然生态系统土壤 Ｃ ／ Ｎ 在不同层次间基本保持恒定［１６， １８］。 Ｙａｎｇ 等［１８］研究也发现，天然高寒草原土壤

碳⁃氮之间具有显著的共斜率线性关系，且这种共斜率关系也存在于不同天然生态系统中［１７］ 及其不同演替

阶段［１９］。
东北地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采伐、垦荒等人为干扰，林地面积显著减小，原始林基本殆尽，森林年龄结构

趋于单一化和低龄化。 随着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出现大面积的天然次生林和人工

林［２０， ２１］。 然而，这种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对土壤碳氮磷含量、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还不清

楚。 本研究以帽儿山生态站的相邻地段、相同林龄（均为 １０ 年生）、原始植被一致但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的 ３
种温带幼龄林为对象，最大程度地消除土壤本身异质性，以便探索土壤碳、氮、磷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关系

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与试验设计

研究地设在帽儿山森林生态站（４５°２０′Ｎ，１２７°３０′Ｅ）。 平均海拔 ４００ ｍ，平均坡度 １０°—１５°， 地带性土壤

为暗棕色森林土。 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温暖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平均年降水量约 ６２９ ｍｍ，５０％的降

水集中在 ６ 月到 ８ 月，平均年蒸发量约 ８６４ ｍｍ，年均气温 ３．１ ℃，一月份平均气温 １８．５ ℃，７ 月份平均气温

２２．０ ℃。 无霜期约为 １２０—１４０ ｄ［２２］。 现有植被是原地带性植被阔叶－红松林经干扰后形成的天然次生林和

人工林。
本研究选择帽儿山生态站相邻地段、相同林龄（土壤扰动后自然更新 １０ 年，林分现已郁闭）但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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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同的 ３ 种温带森林类型，分别为：无土壤翻动的天然次生林 ［ＮＳ］、间作大豆而土壤翻动中等的人工林

［ＭＳ］、间作人参而土壤翻动严重的次生林［ＳＳ］。 ＮＳ 为皆伐后天然更新次生林，土壤无任何扰动，其中优势

树种为白桦 （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Ｓｕｋ．）， 伴生有春榆 （ Ｕｌ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Ｒｅｈｃ．） Ｓａｒｇ．）、 水曲柳 （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Ｒｕｐｒ．）、大青杨（Ｐｏｐｕｌｏｕｓ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Ｋｏｍ．）、黄菠萝（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ｍｕｒｅｎｓｅ Ｒｕｐｒ．）和五角槭（Ａｃｅｒ
ｍｏｎｏ Ｍａｘｉｍ．）。 ＭＳ 为皆伐后人工栽植水曲柳（株行距 １．５ ｍ × １．５ ｍ），同时翻土深度 １５ ｃｍ 左右，间作大豆 ２
年之后混入天然更新树种白桦、春榆等。 ＳＳ 为皆伐后翻土深度 ４０ ｃｍ 左右，作垄种植人参 １０ 年后天然更新

的次生林，其树种组成与 ＮＳ 相似。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在每林型中随机设立 ３ 块 ２０ ｍ × ３０ ｍ 的固定样地，并对样

地进行植被调查。
１．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在每块样地内随机选取 ５ 个样点，采用内径为 ５０ ｍｍ 的土钻分层取样，取样深度分别为：
０—１０ ｃｍ、１０—２０ ｃｍ、２０—３０ ｃｍ、３０—４０ ｃｍ、４０—５０ ｃｍ、５０—６０ ｃｍ。 土壤样品风干后全部过 ２ ｍｍ 筛，除去

所有根系和石砾，将土样粉碎后作为分析土样。 称取 ６５ ℃烘干粉碎土样约 ０．１００ ｇ，采用 ｍｕｌｔｉ Ｎ ／ Ｃ ３０００ 分析

仪和 ＨＴ １５００ Ｓｏｌｉｄｓ Ｍｏｄｕｌｅ 分析仪（Ａｎａｌｙｔｉｋ Ｊｅｎａ ＡＧ， Ｇｅｒｍａｎｙ）燃烧法测定土壤全碳含量。 另称取烘干的粉

碎土样约 ０．２００ ｇ，加入 ５ ｍＬ 浓硫酸，３ ｍＬ 过氧化氢 ４２０ ℃消煮 ９０ ｍｉｎ（消煮完全至白色），待冷却后定容至

１００ ｍＬ，静置 １２ ｈ 后吸取上清液利用连续流动分析仪（ＢＲＡＮ＋ＬＵＥＢＢＥ⁃ＡＡ３， Ｇｅｒｍａｎｙ）测定氮、磷含量。
１．３　 数据分析

以样地为统计分析试验单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和最小显著差异法（ＬＳＤ）比较不同

林型、土壤层次的碳、氮、磷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回归分析法建立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碳、氮、磷
含量之间的最优耦合模型（以每样方各土层平均土壤碳、氮、磷含量为数据分析单位），并采用 ＳＭＡＴＲ 检验耦

合模型的斜率同质性［２３］。 直线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由 ＳＭＡＴ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 软件完成，其它统计分析均由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完成。

２　 结果

图 １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碳、氮、磷含量的垂直分布

Ｆｉｇ．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误差线为标准误（ｎ＝ ３）；误差线上的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土壤层次不同土地利用间显著性差异分组（α＝ ０．０５）；ＮＳ、ＭＳ、ＳＳ 分别表示无土壤翻

动的天然次生林（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间作大豆而土壤翻动中等的人工林（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间作人参而土壤翻动严重的

次生林（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

２．１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碳、氮、磷含量的垂直分布

土地利用方式显著影响土壤碳含量（图 １Ａ）。 各层次土壤碳含量均呈现 ＮＳ 最高、ＭＳ 居中、ＳＳ 最低。 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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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土壤层次碳含量平均比 ＭＳ 高 １９．４％（变化范围为 ７．４％—３２．４％），比 ＳＳ 高 ７７．４％（变化范围为 ６９．５％—８３．
１％）。 其中，除 ０—１０ ｃｍ 外，其它各层次碳含量在 ＮＳ 和 ＭＳ 之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但两者均显著高于

ＳＳ（Ｐ＜０．０５）。 ＮＳ（Ｆ５，１２ ＝ １９．５２， Ｐ＜０．００１）、ＭＳ（Ｆ５，１２ ＝ ３８．７１， Ｐ＜０．００１）和 ＳＳ（Ｆ５，１２ ＝ ３１．５５， Ｐ＜０．００１）土壤碳

含量均随土层加深而显著降低（图 １Ａ），但同一林型 ２０ ｃｍ 以下不同土层之间碳含量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

与碳含量相同，各土壤层次氮含量均呈现 ＮＳ ＞ ＭＳ ＞ ＳＳ，且具有相同垂直分布格局（图 １Ｂ）。 但是，除了

０—１０ ｃｍ（Ｆ２，６ ＝ ７．１８， Ｐ＝ ０．０２６）、１０—２０ ｃｍ（Ｆ２，６ ＝ ５．７７， Ｐ＝ ０．０４０）外，其它各土层氮含量在 ３ 种土地利用类

型之间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ＮＳ 各土壤层次氮含量平均比 ＭＳ 高 ３８．０％（变化范围为 ２９．５％ — ４７．３％），
比 ＳＳ 高 ５６．８％（变化范围为 ５１．８％ — ６０．８％）。

然而，与碳、氮含量不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各土层的磷含量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ＮＳ 和 ＭＳ 土

壤磷含量随着土层的加深而递减，而 ＳＳ 的土壤磷含量呈现先递减、２０ ｃｍ 以下保持基本稳定的趋势（图 １Ｃ）。
２．２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影响土壤 Ｃ ／ Ｎ， Ｃ ／ Ｐ 和 Ｎ ／ Ｐ（图 ２）。 其中，除 ０—１０ ｃｍ 外，其它各层 Ｃ ／ Ｎ 在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之间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并呈现 ＭＳ ＞ ＮＳ ＞ ＳＳ。 ＮＳ 不同土层之间 Ｃ ／ Ｎ 基本保持恒定（Ｆ５，１２ ＝ ０．
９２３， Ｐ＝ ０．４９９），平均值为 １５．５；而 ＭＳ 的 Ｃ ／ Ｎ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Ｆ５，１２ ＝ ７．６４， Ｐ＝ ０．００２），变化

范围为 １３．４—２８．６；ＳＳ 的 Ｃ ／ Ｎ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减小，但不同土层之间无显著差异（Ｆ５，１２ ＝ １．７４４， Ｐ ＝ ０．
１９９），平均 Ｃ ／ Ｎ 为 ７．７。 ＮＳ 和 ＭＳ 各土层 Ｃ ／ Ｐ 均显著高于 ＳＳ（Ｐ＜０．０５），而 ＮＳ 和 ＭＳ 之间仅在 ０—１０ ｃｍ 层具

有显著差异（Ｐ＝ ０． ００６）。 土壤翻动显著降低了土壤 Ｎ ／ Ｐ，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 Ｎ ／ Ｐ 呈现：ＭＳ ＞ ＮＳ ＞ ＳＳ，且
随土层加深而显著减小（Ｐ＜０．０５）。

图 ２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 Ｃ ／ Ｎ、Ｃ ／ Ｐ 和 Ｎ ／ Ｐ 的垂直格局

Ｆｉｇ．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 ／ Ｎ，Ｃ ／ Ｐ ａｎｄ Ｎ ／ Ｐ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误差线为标准误（ｎ＝ ３）；误差线上的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土壤层次不同土地利用间显著性差异分组（α＝ ０．０５）

土壤碳氮磷含量的耦合模型因元素和土地利用方式而异（图 ３）。 碳⁃氮（Ｃ⁃Ｎ）之间具有极显著（Ｐ＜
０．００１）

的线性关系。 进一步的 ＳＭＡＴＲ 斜率同质性检验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 Ｃ⁃Ｎ 化学计量关系斜率无

显著性差异（ ｔ＝ ２．０４８，Ｐ＝ ０．４５８），共同斜率为 １１．１，ＮＳ 和 ＭＳ 之间截距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两者均显著

大于 ＳＳ（Ｐ＜０．００１）（表 １）。 土壤碳磷（Ｃ⁃Ｐ）、氮磷（Ｎ⁃Ｐ）相互关系因土地利用方式而异，ＮＳ 和 ＭＳ 呈现极显

著（Ｐ＜０．００１）的指数关系，而 ＳＳ 却为直线关系（图 ３Ｂ、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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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碳、氮、磷相互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Ｂ、Ｃ 分别表示碳⁃氮、碳⁃磷、氮⁃磷相互关系；误差线为标准误（ｎ＝ １８）

表 １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碳－氮关系斜率、截距同质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Ｎ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土地利用方式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ｎ

斜率
Ｓｌｏｐｅ

［９５％ ＣＩ］
ｔ ｐ

共同斜率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ｌｏｐｅ
［９５％ ＣＩ］

Ｐ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９５％ ＣＩ］

ＷＡＬＤ ｐ

ＮＳ １８ １１．８［１０．４，１３．２］ ２．０４８ ０．４５８ １１．１［１０．２，１１．８］ ＜０．００１ ７．２ａ ［１．８，１２．５］ １７８．４ ＜０．００１
ＭＳ １８ １０．６［９．６，１１．６］ １２．１ａ［９．７，１４．５］
ＳＳ １８ １１．０［８．８，１３．３］ －３．４ｂ［－６．８，０］

　 　 ｐ 表示斜率或截距同质性检验显著性水平，Ｐ 表示共同斜率的显著性水平；ｎ 为样本数；截距后字母表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截距的差异性

（α＝ ０．０５）；ＷＡＬＤ 是 ＳＭＡＴＲ 软件截距差异性分析中的统计量［２３］ ；
ＮＳ、ＭＳ、ＳＳ 分别表示无土壤翻动的天然次生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间作大豆而土壤翻动中等的人工林（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间作人参而土壤翻动严重的次生林（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

３　 讨论

３．１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碳、氮、磷含量及其垂直分布的影响

　 　 本研究中相邻地段、相同林龄的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 ３ 种温带幼龄林，因土壤翻动历史、程度和类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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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土壤碳、氮含量产生了显著的差异。 无论是表层还是深层，土壤翻动均促使土壤碳、氮含量的丢失（图
１Ａ、１Ｂ）。 其中，ＭＳ 平均碳丢失率为 １９．４％，与 Ｇｕｏ 等［１］报道的全球平均值（１３％）相当。 这种中等程度土壤

扰动导致的碳丢失主要发生在土壤表层（０—１０ ｃｍ），而对深层土壤的碳含量影响不显著（图 １Ａ），这是因为

间作大豆 ２ 年过程中只翻动了 ０—１５ ｃｍ，深层土壤结构没有受到破坏，但对表层土壤的翻动过程中无疑增加

了土壤的通透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深层土壤碳的释放，从而呈现出轻微的碳丢失，这与以往的研究相

符［２４， ２５］。 然而，翻动强度大（作垄深达 ４０ ｃｍ 左右）、时间长（１０ 年）的 ＳＳ 平均碳丢失率高达 ７７．４％，远高于

Ｇｕｏ 等［１］报道的全球森林向农田转变过程中 ４２％的碳丢失率，也高于 Ｅｌｌｅｒｔ 等［８］报道的长期耕作导致 ３４％的

碳丢失率。 这种重度土壤翻动显著促使了表层和深层土壤的碳丢失，这是因为种植人参过程中作垄可达 ４０
ｃｍ 处，一方面土壤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深层土壤和外界环境的接触机会与面积，从而促进

了微生物对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导致的碳释放以及随地表径流的丢失。 此外，Ｄｏｎ 等［２６］ 整合分析也表明土地

利用变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变化的类型、土壤水热状况以及土壤属性（如土壤类型，粘土含量等）只解释了 ５５％
的土壤碳变化，而将近一半的变异很可能是由土壤翻动强度的差异性所致。

将本研究结果与本地区的顶极群落和成熟林相比：ＮＳ 的碳含量相对于天然次生成熟林（蒙古栎林、硬阔

叶林、杨桦林［２７］）的表层土壤（０—１０ ｃｍ）碳丢失率为 ６．６％；而 ３ 种天然次生成熟林表层土壤平均碳含量比本

地区阔叶红松原始林［３］低 ４７．９％。 与碳含量相同，各土壤层次氮含量也均呈现 ＮＳ ＞ ＭＳ ＞ ＳＳ（图 １）。 ＮＳ 各

土壤层次氮含量平均比 ＭＳ 高 ３８．０％，比 ＳＳ 高 ５６．８％，可见土壤氮含量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响应与碳含量相似。
土壤翻动造成碳氮含量的同时丢失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证实［７⁃９］，这是因为土壤有机质在分解过程中每释放 ２５
份碳素就会消耗 １ 份氮素［２８］。 综上所述，在温带森林从原始林⁃天然次生林⁃人工林⁃农田转变过程中，土壤碳

氮含量不断降低。 因此，采用适当的退耕还林和森林更新措施可以逆转土壤的碳氮丢失，从而充分发挥森林

土壤的碳氮固持潜能［２６， ２９］。
土壤碳和氮主要来源于植物地上地下凋落物的分解，其含量受植被、气候、人为活动等影响较大［２８］。 因

此，土壤对土壤碳氮的垂直分布的影响会因土地利用而发生变化，但其主导能力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
而深层土壤碳氮含量主要决定于土壤本身质地，如粘土含量、土壤类型等［１８， ３０⁃３２］。 然而，长期的重度土壤翻

动也会导致深层碳氮含量减小（图 １Ａ、１Ｂ）。 这表明量化在退耕还林过程中长期耕作农田的深层土壤碳氮汇

功能也是必要的［２６， ３３］。 与土壤碳氮不同，土壤磷主要来源于岩石风化，其含量大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地的

地质特征，而受人为影响较小［３， ３４］。 本研究中 ０—３０ ｃｍ 土层磷含量呈现 ＮＳ ＞ ＭＳ ＞ ＳＳ，这可能是土壤翻动促

使土壤有机磷的分解，并随地表径流而流失的缘故［３２］。
３．２　 土壤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Ｓｉｓｔｌａ 等［３５］指出，从局部到整体研究生态化学计量的可塑性和适应性是理解生态系统碳和养分循环对全

球变化响应的有效途径。 与 Ｔｉａｎ［１６］、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等［１７］大尺度研究结果不同，本研究中 ＮＳ 和 ＭＳ 土壤 Ｃ ／ Ｎ 随土

层加深而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Ｈａｍｅｒ 等［３６］也报道了 Ｃ ／ Ｎ 的这种垂直分布格局。 进一步分析刘爽等［２７］ 报道

的当地 ５ 种温带成熟林结果也显示，１０—２０ ｃｍ 土壤 Ｃ ／ Ｎ（２０．１）高于 ０—１０ ｃｍ（１６．７），而 Ｃ ／ Ｎ 与土壤有机质

分解速率成反比［１４］，这说明本地区深层土壤具有较高的碳固存潜力［３７］，且因本地区深层土壤温度较低、土壤

微生物分解速率较慢、粘粒含量较高而相对稳定。 ＮＳ 和 ＭＳ 之间的差异性可能是因为间作大豆 ２ 年中对土

壤的翻动促进了表层有机质向深层的输入而补充了翻动导致的有机质输出，而在这些动态变化过程中碳对外

界干扰较氮更敏感［３８］；另一方面本研究中 ＮＳ 和 ＭＳ 具有不同的植被组成，而植被特征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土

壤 Ｃ ／ Ｎ 的垂直分布。 例如，最近王建林等［３９］发现，不同高寒草地类型下土壤 Ｃ ／ Ｎ 具有 ５ 种不同的剖面分布

型。 此外，也可能是由于深层土壤碳氮的小尺度空间异质性所导致［４０］。 种植人参过程中的重度土壤翻动导

致了 Ｃ ／ Ｎ 的显著减小，经过 １０ 年的恢复，ＳＳ 仅表层土壤 Ｃ ／ Ｎ 和 ＮＳ 与 ＭＳ 无显著差异，这说明尽管本地区森

林深层土壤具有稳定而又较高的碳含量［３７］，但是在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一旦发生碳丢失，便需要相当长的时

间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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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土地利用变化也显著影响土壤 Ｃ ／ Ｐ 和 Ｎ ／ Ｐ。 ３ 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 Ｃ ／ Ｐ 的剖面分布与 Ｃ ／ Ｎ
类似。 相对于 Ｃ ／ Ｎ、Ｃ ／ Ｐ，Ｎ ／ Ｐ 垂直分布，与 Ｔｉａｎ 等［１６］研究结果相符，且不同土壤层次之间均呈现 ＮＳ ＞ ＭＳ ＞
ＳＳ。 这说明在消除了土壤本身异质性的小尺度上，土壤 Ｎ ／ Ｐ 可能比 Ｃ ／ Ｎ 和 Ｃ ／ Ｐ 与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更高的

同步性（随土壤翻动强度的增加而显著减小，图 ２Ｃ）。 林丽等［１３］也发现，土壤 Ｎ ／ Ｐ 对草地退化演替的敏感性

较高。 因此，Ｎ ／ Ｐ 比 Ｃ ／ Ｎ 和 Ｃ ／ Ｐ 对外界环境变化可能具有更优的生态指示功能。 表层土壤 Ｃ ／ Ｎ、Ｃ ／ Ｐ 和 Ｎ ／ Ｐ
均呈现 ＳＳ ＜ ＭＳ ＜ ＮＳ，说明在森林恢复过程中会受到氮和磷限制。 然而，尽管 Ｋｏｅｒｓｅｌｍａｎ［４１］、Ｔｅｓｓｉｅｒ［４２］ 等先

后通过综述植被 Ｎ ／ Ｐ 来分析其对养分限制的指示作用，但由于受土壤本身碳氮磷绝对含量的影响，目前有关

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对土壤养分限制的指示作用还无定论［１４］。
本研究结果表明，３ 种林型土壤碳－氮－磷之间存在极显著的耦联关系（图 ３）。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等［１７］ 在综述陆

地生态系统土壤和微生物的“Ｒｅｄｆｉｅｌｄ ｒａｔｉｏ［４３］”时、Ｙａｎｇ 等［１９］在综述全球森林演替过程中土壤碳氮动态变化

以及 Ｔｉａｎ 等［１６］在综合我国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时均发现土壤碳氮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耦合关系。 进一

步的回归系数差异性分析显示，土壤碳－氮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共斜率线性关系，但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影响其

截距（Ｐ＜０．００１，表 ２）。 这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并没有显著改变土壤碳－氮关系，而是通过改变其直线关系的截

距来影响土壤碳氮的丢失以及 Ｃ ／ Ｎ，这与最近研究相符［３４， ４４⁃４５］。

图 ４　 普适性土壤碳⁃氮关系

　 Ｆｉｇ．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

ＮＳ、ＭＳ、ＳＳ 分别表示本研究中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幼龄林；ＭＦ 表示

本地区的成熟林（ｍ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ｓｔ）土壤碳⁃氮关系，土壤碳氮数据来

自刘爽等［２７］ ；Ｇｌｏｂａｌ 表示全球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碳⁃氮关系，数据

来源于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等［１７］ ；方框中数据表示异常值

为了进一步验证森林土壤碳氮化学计量关系的普

适性，我们将本研究中的幼龄林和同一地区的 ５ 种典型

森林类型的成熟林（即红松人工林、落叶松人工林、硬
阔叶林、蒙古栎和杨桦林） ［２７］ 以及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等［１７］ 的全

球不同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碳氮数据作综合分析。 结果

发现，不同尺度的土壤碳－氮之间线性关系的斜率均无

显著性差异（ ｔ ＝ ２．３３６， Ｐ ＝ ０．７４９），其共同斜率为 １１．２
（９５％置信区间为［１０．３， １１．８］，Ｐ＜０．００１；图 ４）。 全球

尺度上碳－氮之间线性关系的截距与 ０ 无显著性差异

（９５％置信区间为［ －４．５， １５．９］）。 这些结果反映了土

壤 Ｃ ／ Ｎ 在大尺度上恒定性，这种森林土壤碳氮关系的

普适性在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中具有

重要意义［１８］。 然而，大尺度上的异质性又掩盖了 Ｃ⁃Ｎ
关系截距的差异性，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小尺度上研究

碳⁃氮之间线性关系截距的差异性也具有重要的生态指

示作用。
与碳⁃氮关系不同，在最大程度消除土壤本身异质

性的情况下，土壤碳⁃磷、氮⁃磷之间的相互关系因土地

利用方式而异。 ＮＳ 和 ＭＳ 呈现极显著的指数关系，而 ＳＳ 却为直线关系（图 ３Ｂ、３Ｃ）。 Ｃｈｅｎ 等［３］ 发现土壤磷

含量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与碳和氮并不相同，土壤全磷含量变化的不确定性同样在落演替过程中发现［１３］。

这说明磷元素和碳氮元素不仅在来源上不同，且对外界干扰的响应机制可能也不同［１６］，从而导致碳⁃磷、氮⁃磷
关系的局域性。

４　 结论

（１）土壤翻动会导致整个土壤剖面碳含量的显著减小，而氮含量仅在 ０—２０ ｃｍ 显著变化，而土壤磷含量

保持恒定，说明土壤碳氮磷含量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机制可能不同。 ＮＳ 各土壤层次碳含量平均比 ＭＳ 和 ＳＳ
分别高 １９．４％和 ７７．４％，氮含量平均比 ＭＳ 和 ＳＳ 分别高 ３８％和 ５６．８％，表明土壤翻动强度越大、持续时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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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造成土壤碳氮丢失越严重。
（２）相比与 ＮＳ 和 ＭＳ，各土层 ＳＳ 的 Ｃ ／ Ｎ、Ｃ ／ Ｐ 均最低，而 ＮＳ 和 ＭＳ 之间大小因土壤层次而异。 ３ 种土地

利用方式下 Ｃ ／ Ｎ 和 Ｃ ／ Ｐ 具有不同的垂直分布。 与 Ｃ ／ Ｎ 和 Ｃ ／ Ｐ 不同，各土层 Ｎ ／ Ｐ 与土地利用变化同步（ＮＳ ＞
ＭＳ ＞ ＳＳ），且均为从高到低剖面分布。 表明土壤碳氮磷学计量比具有可塑性与适应性，氮磷化学计量比作为

土地利用变化的敏感指标优于碳氮和碳磷计量比。
（３）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 Ｃ⁃Ｐ 和 Ｎ⁃Ｐ 具有不同的耦合关系。 其中 Ｃ⁃Ｎ 关系的斜率无显著性差异，而其截

距的差异显著。 这反映了森林土壤碳氮关系在大尺度上的普适性和小尺度上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局域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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